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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财产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即具有公共信托财产的特性，僧团组织和不特定的、显在的
和潜在的、现在的及未来的善男信女为其受益人。寺院对该财产而言，居于受托管理人的地位，
不能任意处分该财产，只能用于与佛教教义相符的宗教活动。对游客而言，寺院仅对该财产所可
能造成的物件损害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只有在寺院自己举办的有组织性佛事活动中才对活动的参
与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对个别僧人的侵权行为，寺院不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所产生的补充责
任，而应由实施加害行为的僧人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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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传佛教僧人作为加害人导致他人人身损害的案件中，如何确定责任主体，是比较棘手的
问题，因为它触及了长期被忽视的如何看待寺院、僧团组织、寺院财产和僧人在现代民法上的法
律地位等基本问题，涉及对寺院、僧团组织、僧人法律地位的佛教教义解释与现代法律规定的冲
突。本文以僧人侵权案件中责任主体的确定为视角，通过剖析现行司法实践中对僧人侵权案件处
理，以协调佛教教义解释与现代法律规定的冲突，尝试回答寺院、寺院财产和僧人的法律地位等
基本问题，并最终回应僧人侵权案件中责任主体的确定问题。

一、问题之提出

在２００８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何树碧诉成都昭觉寺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终审法
院最终确认了一审法院的观点，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４日通过的 《关于人身损害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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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①，认为：“昭觉寺作为社会团体组织，对其管理的寺
庙内的游客应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昭觉寺作为僧人的管理者，对寺内发生僧人
侵害游客安全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②，因此，昭觉寺应当对受害人在昭觉寺内受到的
侵害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该案件的论证方式和论证结论，直接提出了寺院的法律地位问题和寺院与僧人之间的关系问
题，即寺院内部结构问题。首先，将寺院的法律地位社团组织化；其次，将寺院与僧人之间的关
系界定为垂直的隶属性管理关系，而非平等的自治性管理关系；最后还隐含了将寺院财产私人所
有化的处理，即寺院财产像私人所有的财产那样，可以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即
这种佛教教义外的解读和认知是否符合佛教教义学说？将这种认知强行施加于寺院是否会损害寺

院的利害关系人 （佛教信徒及未来信徒）的信任与利益？而僧人是否具有私有财产主体的地位，

出家为僧在现代民法，特别是财产法上究竟产生何种法律后果？

二、寺院作为责任主体之证伪

寺院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团体组织，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寺院里有僧人居住修行，因此寺院似

乎就应当是社会团体。但是从佛教教义的角度看，则未必尽然。寺院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解读，

一是寺院中人的因素，即僧团组织，二是寺院中物的因素，即寺院财产。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人
的因素，还是从物的因素，寺院都不能作为僧人侵权案件中的责任主体。

（一）从僧团组织看，寺院并非社会团体组织。

从僧团组织的功能上说，僧团组织属于自治性僧人组织，也就是说属于平等的自治性组织，

而非垂直的管理性组织。因此，有学者指出，原始的或者说理想的僧团组织强调 “依戒律共住，

依戒律作为处事及行为标准”③，结构上非常松散，基本属于无政府状态。从僧团组织的成立上
说，僧团组织并没有自己的财产，僧人 “经父母同意、政府批准、合法加入寺院的僧人团体”并
不需要缴纳任何财产或者会费之类的给付。因此，可以说僧团组织更强调人的集合，缺少或者说
是根本没有财产的因素，且僧团组织更为松散，仅仅追求共同修行的精神性目的，而非任何赢利
性或者带有财产性利益的目的。从僧团组织与寺院财产的角度看，僧团组织并不拥有寺院的财
产，不享有对寺院财产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寺院财产是无数佛教徒通过捐献、功德等方式捐赠
给寺院的，确切地说是捐赠给佛教的宗教活动目的的，而非为其他目的。通过利和同均的分配制
度，辅以个人行持与戒法之助成，构筑互敬互利，和合无争的佛教僧团，令僧人在衣食所需不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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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
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
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
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该条规定，从事
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
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
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
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参看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成民终字第８９３号民事判决书。

济群法师：《佛法修学次第》，福建省新闻出版局２００７年准印，第１３页。



匮乏的情形下，专心修行，趋向解脱①。
因此，单纯因为寺院中有人的因素存在，就将寺院看做是社会团体组织，无论是社会团体法

人组织②，还是非法人社会团体组织，都是有违僧团组织本质的，是强行在僧团组织与寺院财产
之间连接了所有权关系，是对社会团体所有权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将寺院解读为社会团体并适
用私人所有权的规则，可能严重违反并损害寺院财产的安定性与目的性，动摇信徒对寺院的信
任，从而造成对宗教活动的信任危机。所以，对寺院的定位不能从作为所有权人的社会团体组织
角度去定位，对寺院财产的定位也不能从按照或者参照私人所有权的定位去思考，必须追问：寺
院财产在本质上或者说在法律上应当有何种特殊性？

（二）从寺院财产看，寺院并非寺院财产的所有者。
从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行政与立法实践的角度看，对寺院财产的定位隐隐约约地呈现出 “从私

有财产到公共财产”运动的轨迹，但是这种声音并不是立法的主流声音，而且在 《民法通则》、《物
权法》等民事基本法中也没有得到体现。如上海，建国初，寺庙的房屋在停止宗教活动后，城镇的
房屋一般由还俗僧尼及其家属居住，在农村的，由该寺庙的还俗僧尼于土改时集体或者个人登记取
得房屋所有权凭证。这无异是对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其背景在于政治社会对宗教的否定性态度，由
此产生严重后果，即私人可以对寺院财产提出所有权主张，有些还俗僧尼因死亡、嫁人或下落不
明，部分继续居住的僧尼要求将房屋所有权全部归其所有，有些则是还俗僧尼的子女要求继承房屋
产权。③ １９６３年中央批准的 《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 “教会、庙观出租的房产，
应按私人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办法”，其后，对于宗教房产在政策的掌握上也一向是以私人所有的
房屋做参照的④。但是在１９８１年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和最高宗教事务管理机关的视野中，对宗教财产
的法律地位看法已经有所改变，认为，寺庙、道观不论当前是否进行宗教活动，其房屋大都是由群
众捐献而建造的，因此，除个别确系私人出资修建或购置的小庙，仍可归私人所有外，其它房屋的
性质均应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归宗教团体所有。僧尼一般有使用权，但均无权出卖、抵押或相互赠
送。而对虽然登记为僧尼道士所有的土改时仍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寺庙，应视为僧尼以管理者身份代
为登记，仍属公产，不能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⑤。不但明确了寺院财产的公共财产性质，而且明确
了寺院财产的非流通性、不可转让性、不得私有化性。

２００５年３月生效的 《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第３２条则明确规定，用于宗教活
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由此，
寺院财产在国家宗教行政立法上被明确定位为公共财产，而非私有财产。尽管转向公共财产的定
位，是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对该类公共财产的法律特性并没有揭示得完全明白，
仅规定了僧尼只能使用而不得出售、抵押和赠与，但对于该财产是否具有可执行能力，即是否可
以作为责任财产的定位则不明确。而且对于将寺院财产定性为宗教团体 （佛教协会）所有是否妥
当仍有待深入研究，其仍然维持了对宗教财产归属的混乱状态，没有回答宗教财产到底是 “归社
会所有、教会所有或信教群众集体所有”。⑥ 《条例》第３７条关于注销或终止并清算后的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剩余财产应当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事业的规定，又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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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静：《早期佛教僧团管理的经济制度———利和同均》，《宗教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１８６页。

洪源：《关于寺院、僧侣、活佛的法律法地位与财产所有权刍议》，《西藏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７８页。

参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等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请示报告》（１９８０年１１
月１１日）。

参看 《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房产不宜列入公房进行出售的请示》（沪宗请字 ［１９９５］第０３号）。

参看 《最高人民法院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函》（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７日）。

参看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对宗教房产不宜列入公房进行出售问题的复函》（国宗函 ［１９９５］０５９号）。



乎有将宗教财产作为公共信托财产予以规制的意思存在①。由此也进一步明确了宗教财产的公共
性的内容，即 “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的目的性用途。

对于寺院通过出售门票等方式获得的收入，是否足以成为寺院承担僧人侵权的民事责任基
础，值得考虑。笔者认为，根据 《条例》第２１、２６条的规定，允许寺院从 “经销宗教用品、宗
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从风景名胜区等获得部分收入，但是对所获得的合法收入要求遵守两
点强制性要求：一是应当纳入财务、会计管理，二是必须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
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 （第３４条）。因此，可以说，即使寺院可以从某些经营活动中获
得收入，也不能成为寺院的责任财产，该收入一方面受到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约束，另一方面受
到严格的目的性用途限制，即须用于 “与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
益事业”，而对僧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财产责任显然不能归入该目的性用途之列。
因此，从寺院财产的来源角度看，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为信徒的捐献，而非僧团组织的劳动

所得，因此不能成为僧团组织所可自由支配的对象；从寺院财产的目的性用途限制来看，寺院财
产的使用应当符合寺院的宗教活动宗旨，寺院财产不能在此目的性用途之外使用，否则即构成对
目的性用途限制之违反。综前所述，寺院财产不能成为为僧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财产基础。

（三）寺院财产的法律地位：公共财产定位。
综上，寺院财产应定位于公共财产，且应为公共信托财产。按照公共财产在法律地位上的一

般特征，结合 《条例》的有关规定，可以发现寺院财产作为公共财产，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寺院财产原则上不具有可流通性，也就是说，原则上不得被私有化。这一点已经为我
国的最高宗教事务管理机关和最高国家司法机关所肯认。《条例》第３２条规定寺院财产 “不得转
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就是为了防止该财产通过市场方式逃脱宗教财产的目的性限制，

蜕变为追逐商业利润的营业财产；

第二，寺院财产原则上不得为强制执行的标的。也就是说，在寺院财产管理人被依法强制执
行时，寺院财产不得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防止寺院财产被通过非市场方式脱离目的性用途拘
束，损害寺院财产的利害关系人 （佛教信众）的合法利益。但无论是 《条例》，还是 《民事诉讼
法》并没有规定这一点，因此造成了司法机关认为宗教财产可以得为僧人的侵权行为而被强制执
行的局面，寺院财产的该特性应当得到立法的尊重；

第三，寺院财产原则上不适用取得时效的规定。寺院财产作为公共财产，既然供公共使用，

则作为一种取得所有权方法的取得时效制度适用于该财产就会导致该财产所有权或者其它财产权

利的移转，会危及到该公共财产所负担的宗教性目的用途的实现，使得寺院财产可以通过私法方
法逃避为宗教用途使用的目的性限制，危害宗教活动的公共利益。② 这一点由于我国 《物权法》

并未规定时效制度，因此，虽不需要言明，但是，在观念上必须明确，无论是任何人占有寺院财
产，也无论占有的期限有多久远，均不能取得寺院财产的所有权；

第四，寺院财产原则上不得公用征收。对于公用公物除先废止其公用外，不得进行征收。
“没有必要对那些不用征收即已处在全社会公用中的物适用征收”。③ 《条例》第３３条对宗教不动
产的征收 （即所谓的拆迁）有特殊的规定。首先，在征收程序上，要求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
建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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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第７２条。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６７页；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
稿及说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３页；梁慧星主编：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

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８页。
［俄］М．В．维涅茨安诺夫：《从民法的角度看征收》，张建文译，《私法》（总第１４卷），第２３１页。



活动场所协商，而且应当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在该协商程序中，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
场所以及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具有实质性意义，即不同意则不能进行拆迁，这一点与普通的拆迁
情形有别；其次，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各方协商同意拆迁时，则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房屋、构
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补偿。值
得注意的是，颁布在先的 《条例》第３３条与颁布在后的 《物权法》第４２条在补偿问题上有明显
差别，《物权法》只是强调 “依法给予拆迁补偿”，没有规定补偿的标准，而 《条例》则不同，不
但明确了要给予 “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的补偿，而且还增加了 “重建”的
补偿方式，也就是特别强调完全补偿，这一点与 《物权法》的 “适当补偿”立法意旨迥异。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从寺院的人的因素，即 “僧团组织”，还是从寺院的物的因素，即从

“寺院财产”角度看，寺院不具备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与财产基础。
（四）追寻寺院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６日通过的 《侵权责任法》第３７条的表述，脱胎于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６条，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定性为补
充责任，即只在侵权责任人不能承担的财产责任部分承担赔偿责任①。但是也有所不同：首先，
将适用范围从 “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进一步扩大为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
场所等公共场所”；其次，将 “其他社会活动”更加明确为 “群众性活动”；最后是将责任主体更
加明确地表述为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而非司法解释所谓的从事 “其
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对于寺院是否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首先应考虑，寺院是否属于第３７条第１句前段所谓的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其次考虑，寺院是否属于该句后段所谓的
“群众性活动”？从该句前段的列举来看，所涵盖的公共场所均属于商业性质的公共场所，是为了
吸引潜在的消费者而开放给不特定公众自由造访的商业活动进行场所，而寺院虽然也开放给不特
定公众造访，但是寺院不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其开放公众造访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潜在的消
费者，而是开放给信仰或者不排斥佛教信仰的善男信女 （游客）为精神目的而进行的自由精神性
活动，而且寺院的开放亦非自由开放，也就是说并非是任何人均可无需许可而进入的，寺院往往
为了出于文物保护、人流控制等目的而设置进入许可，如出售门票、付费进入等。因此，寺院不
属于第３７条第１句前段所列举的公共场所。从该句后段的表述来看，群众一词是政治用语，不
是法律术语，由此导致在实践中如何定义 “群众性活动”，如何如何界定组织者责任，是一个颇
具争议性的难题。具体到在寺院进行的宗教活动而言，需要具体分析相关情况。一般情况下善男
信女入寺上香游玩不属于有组织性的 “群众性活动”，而是善男信女自发自主的个人行为。若是
在寺院举行佛经宣讲会、佛学研究会等目的性、群众性和组织性较为明显的活动时，则宜认定为
有组织的 “群众性活动”。在本文所研讨案例中，并未证明受伤害的游客是为着参与寺院举办的
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而来，其游客身份恰好证明了其入寺是普通善男信女的自发自主行为。因
此，不宜将寺院列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组织者之列。
但是，应补充说明的是，寺院作为公共财产的管理人需要对所管理的寺院财产发生的物件损

害承担责任。如寺院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倒塌
造成他人损害，从寺院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寺院中的堆放
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以及因寺院中的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等情形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也
是符合寺院作为公共信托财产管理人的角色所应承担的义务，在管理人履行职责没有过错的情况
下，对公共信托财产所导致的物件损害，可以寺院所获得的动产，特别是以货币资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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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寺院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侧重于对物的安全保障义务，仅在寺院专门举办的
有组织性的群众活动场合，才承担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三、僧人作为责任主体之证成

在身份关系上，按照佛教 “出家无家”的教义，出家为僧，即意味着脱离父母家庭，断绝尘
缘，直至断绝与世俗家庭的关系①，离家潜心修道。在民国时期，大理院仍有将和尚 （僧侣）出
家脱离家族关系作为继承开始的原因，认为： “出家为僧，即为法律上脱离家族关系之一原因，

其俗家之得为立继，自系条理上当然之结果”。② 由此导致在理论上僧人在出家后实际上不能继
续拥有家庭财产。此外，在财产关系上，除按照佛律可拥有三衣六物外，禁止僧人私蓄财物。僧
团实行财产共用，排斥僧侣私人所有。③

但是在长期的弘法实践中，僧人在出家期间又可能取得相当的财产。其取得途径包括：经忏
收入，即通过为活着的施主消灾祈福，为死去的灵魂超度诵经、讲经、做法事所得报酬；知识产
权收入，有部分僧人具有渊博的佛学知识，通过著书立说、出版佛教音乐作品等拥有知识产权，
获得相应的收入；受赠财产，僧人个人接受馈赠所取得的财产 （但寺院住持等作为寺院代表人所
接受的赠与财产应属寺院所有而非其私有财产④）；其他合法所得，如存款利息等。⑤

但是无论是现行 《宪法》，还是 《民法通则》均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由此导致僧人身
份与公民身份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不一致。我国行政与司法实践比较关注的是僧人的遗产继承问
题，也就是僧人死亡后，其遗产应由俗家亲属继承，还是由寺院取得？综观近３０年最高人民法
院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实践，可以发现：最高司法机关虽屡受僧人遗产继承问题之困扰，但是由
于其涉及佛教的宗教教义，其意见逐渐转向拒绝作出司法解释，但指出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在
《答复》⑥ 中，最高司法当局虽然同意作为继承纠纷不能否认僧人继承人的继承权，但是却暗示
下级法院最好作调解处理，主要是考虑到宗教事务的特殊性，特别是强制执行中的问题。但是没
有回答，倘若是双方不愿意调解，又当作何处理？也没有说明，如果按照继承纠纷审理后，能否
强制执行寺院财产，是否违背了佛教的宗教教义？而在 《复函》⑦ 中，最高司法当局一方面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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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主张无君无父，不敬王者，不拜父母。在传统的儒家学说统治的社会中，断绝家庭关系被视为对儒家
孝道理念的背弃与对抗，因此受到统治者的严厉谴责和镇压 （参看鲁统彦 《从出家无家到出家而有家———

唐代僧尼孝道伦理现象略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８０页），如明代就规定了僧人与其
生父母的关系，认为即使僧人遁入空门而不尽孝道，作为化外之人也须拜认父母及祖先，全其 “亲亲、尊
尊”的大义 （参看任晓兰 《论明代的僧人群体及其法律规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６
期，第７６页）。尽管统治者从外部施加压力，以求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的圆融洽和，但是相对于外部压力的
非持久性，作为内生的佛教 “出家无家”思想仍然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页。

丁菁 《佛教僧侣财产权探析———宗教财产权研究之一》，《绍兴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４７页。

浙江绍兴石佛寺住持本耀立下遗嘱将名下现款与存款除办理后事所需开支外，均归生前服侍其生活起居的
原告朱水花所有。后被继承人去世，原告要求继承所遗存款６６万多元，被告绍兴县佛教协会主张该住持的
存款属于石佛寺共有，该住持无权对寺院的共有财产进行处分，所立遗嘱无效。两审法院基于原告无法证
明该存款为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存款且其僧人身份特殊而拒绝支持其诉讼请求 （参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浙民一终字第１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丁菁 《佛教僧侣财产权探析———宗教财产权研究之一》，《绍兴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４７页。

参看：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电话答复》
（［１９８６］民他字第６３号）。

参看：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一司关于僧人遗产处理意见的复函》。



僧人亲属的继承权不能否定，另一方面又将僧人个人遗产继承问题归结为立法上的空白，属于法
律的缺位，需要从立法上的解决，拒绝依据宗教教义和教规作出有利于寺院的司法解释。两个司
法解释的立场均是一致的，即依据保护私有财产的理念，强调对圆寂僧人亲属继承权的保护。但
我国最高宗教事务机关则倾向于认为僧人遗产应当由寺院继承处理，而否定俗家亲属的继承权。
笔者认为，对二者之间矛盾，可以采取如下方式解决：
第一，僧人在出家期间积蓄的私人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而且可以成为其责任财产；
第二，僧人在出家期间积蓄的私人财产，俗家近亲属不得继承。根据佛教教义，出家需经过

父母 （家庭）同意、政府批准、寺院接纳等程序，以此要求僧人及其继承人慎重考虑是否加入僧
团组织。一旦加入僧团组织，对僧人而言，意味着僧人与俗家亲属脱离家族关系，也脱离经济权
利义务 （特别是抚养、赡养）关系，僧人从此归属于僧团组织，与该组织发生身份上的、信仰上
的和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僧人即受寺院的供养，而与俗家亲属无关；对其近亲属而言，意味
着俗家亲属与僧人脱离家庭关系和经济关系，放弃对僧人在出家后所积累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也不承担对僧人在出家期间生老病死的抚养、赡养义务；对寺院而言，意味着寺院承担支付僧人
在出家期间生老病死的一切费用的义务，并取得对僧人遗产的继承权。因此，若将僧人遗产由僧
人俗家亲属继承，势必造成不公平之结果，而且对于僧团组织的维持与发展产生消极性影响。①

因此，可以说，僧人私有财产的主体地位虽不容否认，但其私有财产地位具有特殊性，即其
私有财产可以为僧人在生存期间使用、支配，但不能为其俗家亲属所继承，而应在其去世后由寺
院取得。一方面，这符合佛教教义和传统仪轨，也符合僧人本人、僧人俗家亲属、寺院僧团、政
府四方就出家为僧问题达成的事实契约；另一方面，也符合 《继承法》的立法本意。全国人大法
律工作委员会有关法律专家曾明确表示：从立法思想上说，僧人的遗产其俗家亲属不能继承。②

综上可以说，在本文所研讨的案例中，僧人应为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应当以其所有的私人
财产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而寺院对一般游客入寺游玩并不承担安全保障责任，因此，不应
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结　论

寺院财产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尤其是具有公共信托财产的特性，僧团组织和不特定的、显
在的和潜在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善男信女为其受益人，寺院对该财产而言居于受托管理人的地
位，不能任意处分该财产，该财产只能用于与佛教教义相符的宗教活动，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对游客而言，寺院仅对该财产所可能造成的物件损害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只有在寺院自己举办的
有组织性群众佛事活动中才对活动的参与者承担 《侵权责任法》上 “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而对个别僧人的侵权行为寺院不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因为僧人即使加入僧团组织也不丧失
其在现代民法上的私有财产主体资格，对其在出家期间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与其他公民的私有
财产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对占有、使用、收益和有限处分权能的保护，因此可以成为其承担责
任的基础财产。但僧人在出家期间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具有与其他财产不同的特性，即在僧人
合法财产的继承问题上，应当按照佛教教义和传统仪轨处理，其俗家亲属不能继承，而由寺院取
得，这是由于出家为僧的所导致的身份关系、供养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

（责任编辑　黄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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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Ａｑｕｉｎａ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Ｗｕ　Ｇ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Ａｑｕｉｎａｓ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ｈｉｓ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ｙ．Ｃｒｅａ－

ｔｉｎｇ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Ｇｏｄ　ａｌｏｎｅ，ａ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Ｇｏｄ＇ｓ　ｄｉｖｉｎｅ　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Ｇｏｄ，ａｓ　ｔｏ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ｂｕｔ　ｐｕｒｅ　ａｃｔ．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　ｅｘ　ｎｉｈｉｌｏ，ａ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Ｇｏ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ｏｒ
ａｌｏｎｅ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ｕｔ　ｏｆ　ｎｏ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ｃｅ　Ｇ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ｇｉｖｅｒ　ｏｆ　ｂｅｉｎ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
ｌｏｎ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ｓ　ｂｕｔ　ｔｏ　ｇｉｖｅ　ｂｅ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ｗｅ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ｏ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Ｇｏｄ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Ａｓ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ｑｕｉｎａ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ｎａｍｅｌｙ，“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Ｇｏｄ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Ｋａｒｌ　Ｌｕｄｖｉｇ　Ｒｅｉｃｈｅｌ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ｎ　Ｙｉ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ａｙ　ｉｎ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Ｋａｒｌ　Ｌｕｄｖｉｇ　Ｒｅｉｃｈｅｌｔ，ａ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ｒｉｅｓｔ，ｉｓ　ａ　ｇｏｏｄ　ｃａｓｅ　ｉｎ
ｐｏｉｎｔ．Ｋａｒｌ　ｗａｓ　ｍｕ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ｆｔｅｒ　ｈｅ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ｈ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Ｈｅ　ａｌｓｏ　ｐａｉｄ　ｖｉｓｉｔ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ｈｏｏｌ，ｃａｌｌｅｄ　Ｊｉｎｌｉｎｇ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ｔｏｄａｙ，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ｈｅ
ｗｒｏｔ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Ｆｅｎｇ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Ｇａｔｅ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Ｄａｏ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ｎｇ　ａ　ｆａｉｒｌｙ　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Ｋａｒｌ　ｉｎ　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ｗａ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ｂｙ　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ｔｈｉｓ　ｏｐｅｎ－ｍｉｎｄｅ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ｄａｙ，ｉｓ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ｈａｓ　ｅｖｅｎ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Ｋａｒｌ　Ｌｕｄｖｉｇ　Ｒｅｉｃｈｅｌｔ　ａｎｄ　ｈｉ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ｒ　ｎｏｔ　ｉｎ　ｍｏｎｋ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ｗｅｎ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ｗｎ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ｎａｍｅｌｙ，ｈａ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ｕｓ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ｋ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ｗｈ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ｎ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ａｌ　ｏｎｅｓ．Ｍｏｎａｓ－
ｔｅ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ａｎ　ｎｏｔ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ｙ．Ｔｈｅ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ｔｃｈ　ｕｐ　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ｊｕｒｙ，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ｉｅｓ　ｈｏｌ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ｕｔｙ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ｉｅｓ　ｏｎｌｙ　ｈｏｌ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ｕｔｙ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ｉ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ｏｌ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ｒｙ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ｎｋ　ｔｏｒｔ．Ｔｈｅ　ｍｏｎｋ　ｗｈｏ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
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ｏｌｄ　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ｎ　Ｓｈｕｌｉｎ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ｗａｓ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ｂｕｔ　ａ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ｈｅ　ｈｉｒｅ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ｈｉｍ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ｒｋ．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ｓ　ｇｅｎｅｒｏｕｓ　ｈｅｌｐ．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４９１·


